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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决策转型与精英优势
＊

朱旭峰

提要:本文提出了一个用来解释社会主义转型国家社会分层结构中精英
优势的替代性理论。本文指出 , 在社会主义转型国家 , 政策决策转型是导致

社会分层机制发生变迁的重要因素。在中国 , 政策决策转型可以概括为从原
来的政治 行政精英垄断政策决策过程的模式 ,逐步向社会精英参与政策决
策过程的模式的转变。根据中国当前政策决策模式的各种变异 ,本文以省为
单位 ,将中国分为四类地区。不同类型的政策决策模式导致了精英优势的地
区差异。本文运用两个独立的大规模全国调查数据 , 包括 2004 年中国思想

库调查(CTTS)和 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对中国的政策决策转型
及其对社会分层结构中精英优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

关键词:精英优势理论　政策决策转型　社会分层　思想库　社会主义
转型国家

一 、引言:寻找替代性理论

一些研究社会主义转型国家的市场中心主义者们从一开始就未放

弃过对寻找能够解释所有转型国家社会分层机制的“综合性理论”的追

求 ,但他们的努力一直不那么成功 。最初 ,倪志伟开创性的研究虽然立

足于中国一个省的调查数据 ,但在理论上则直接指向所有潜在的社会

主义转型国家(Nee , 1989)。这暗示了其假设所有国家的转型过程具

有同质性 。然而 ,随着该研究领域的展开和各国经验资料的逐步获得 ,

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不同转型国家的社会分层秩序各不相同 ,而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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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同一国家的分地区研究也证明了差异性的存在 ,因而各种竞争性

的理论也不断涌现(Verhoeven et al., 2005)。这些研究积累为国家间的

比较研究创造了条件 。基于国家比较研究的综合性理论 ,在认同不同

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存在明显差异的基础上 ,希望将国家特征纳入到

解释这一系列差异的基本因素之中 。泽林尼在 1996年一篇题为《关于

市场转型的争论:走向综合 ?》的文章里提出的“市场渗透”的思想就代

表了这一探索的开端(Szelényi &Kostello , 1996)。但是 ,正如魏昂德批

评波兰尼(Polanyi)的市场扩张和官员再分配权力的减少之间其实是逻

辑上的同义反复(tautology ,或称“套套逻辑”)一样 , ① 泽林尼根据不同

国家的市场向非市场领域的不断渗透去解释再分配者和旧官僚的逐渐

衰退 ,其实也存在类似的同义反复的嫌疑。也就是说 ,市场中心主义试

图用市场属性的扩张去解释非市场属性的衰退的研究思路很难克服同

义反复的逻辑困境。

另一方面 ,针对不同转型国家的经验研究的结果则使我们对市场

属性的扩张与行政权力优势的丧失之间是否真的存在必然联系产生了

怀疑 。一些经验分析确实发现了那些原来有助于保持优势的行政权力

的贡献下降的证据(Nee , 1991 , 1996;Nee &Cao , 1999;Gerber &Hort ,

1998;Gerber , 2002);而另一些研究发现 ,市场化条件下 ,行政权力和党

员身份仍然维持(甚至扩大)着优势(Rona-Tas , 1994;Bian &Logan ,

1996;Li &Walder , 2001;李路路 , 2002;边燕杰 、张展新 , 2002;刘欣 ,

2005)。更有趣的是 ,针对中国的分地区 、分部门或分时段的数据研究

则支持了权力优势与市场化并无直接关系的结论(Parish &Michelson ,

1996;Walder , 1996;Xie &Hannum , 1996;Zhou et al., 1996;Zhou , 2000a;

Wu &Xie , 2003)。可见 ,转型国家所经历的社会分层机制的变迁 ,或许

与市场机制的发育并无必然因果联系;而部分经验研究所证实的市场

化模式和社会分层机制之间在表面上的联系 ,或许只是被观测到的偶

然现象而已。

寻找独立于市场机制之外的国家结构因素成为了转型国家社会分

层综合性理论的关键 。魏昂德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理论贡献 。2003

年 ,魏昂德在 ASR 上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他根据“政权变迁程度”和

“侵吞资产的政策 管制约束”两个维度 ,将当前世界上所有市场转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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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分成四大类 , 不同类型的市场转型体现出不同的 “精英机会”

(Walder , 2003)。这篇论文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 ,精英机会理论中的

自变量是独立于结果而存在的 ,这样就避免了市场中心主义习惯性的

同义反复逻辑。第二 ,关于不同转型国家间出现社会分层机制的差异

是有规律可循的 ,因此 ,能否成功地将一个国家的理论发现套用到另一

个国家是有一定条件的;反之 ,拿某个转型国家的经验事实去批评来自

于另一个转型国家的理论的条件将更加苛刻 。第三 ,作者批判了“市场

中心主义” ,指出转型国家的社会分层机制的差异性的根本原因可能并

非源自市场 。转型社会的“精英机会”(C)其实是两个独立自变量“政

权变迁”(A1)和“政策约束”(A2)的结果 ,但不同国家的市场化模式(B)

并不是(A)与(C)之间必经的逻辑环节 。存在一种可能的逻辑是 A1 , 2※

B同时A1 , 2※C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 ,转型国家的社会分层机制领域是

否应该继续冠以“市场”转型研究呢 ?

在倪志伟刚开始讨论中国(1984年)的市场转型的时候 ,中国作为

当时惟一的转型国家 ,我们确实可以用“国家社会主义的再分配经济向

市场经济的过渡”(Nee , 1989)来线性地概括“转型”过程。然而 ,随着

东欧巨变和苏联的解体 ,世界上的转型国家已经从 1个发展到超过 30

个。这些国家正在经历着的转型过程仍旧只是市场化或私有化的过程

吗?对市场原理的中心地位产生怀疑的白威廉和麦谊生(Parish &

Michelson , 1996)提出了政治与市场的“双重转型理论” 。在双重转型理

论中 ,三种政治权力的讨价还价机制① 被置于政治市场体系的核心地

位。政治权力在转型期出现了可交换性 。因此 ,政治市场的发育其实

可以理解为旧的政治关系中的非市场属性被市场属性逐渐侵蚀的过

程。他们虽然提出了有启发意义的双重转型的观点 ,但并没有完全放

弃以市场化作为观察转型特征的基本思路 。但是 ,一个多维的转型过

程应该如顾思理所认为的那样 ,在经济转型的同时还包括政治变化 、政

府角色转变 、文化变迁和全球化等多个方面(Guthrie , 2006)。因此 ,我

们下面要做的工作就应该是 ,进一步寻找非市场中心的转型机制对社

会分层秩序的影响。鉴于完全抛弃市场原理的做法也是草率的 ,保守

一些的研究思路是 ,假设转型国家的社会分层机制是市场化和其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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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白威廉和麦谊生提出的三种政治权力类型包括:1.工人与管理者之间 ,管理者和国家科

层组织之间;2.国家官僚和国营企业之间;3.选举政治(Pari sh &Michelson , 1996)。



种固有制度要素的变迁过程的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在具体的研究策略

中 ,我们可以考虑将市场因素置于控制变量的地位 ,而集中精力去讨论

在控制了诸多市场因素的情况下 ,某个特定领域的转型过程对社会分

层机制的影响。另外 ,提出一个新的转型机制需要格外注意它与市场

转型机制是否存在相关性的问题。如果有证据表明这一新转型机制其

实和市场转型是严格相关的 ,那我们仍然应该将新的转型机制重新纳

入市场中心主义的范畴。

二 、一个基于政策决策视角的精英优势理论

为了进一步弄清楚除了市场转型外 ,是否还有其他转型机制决定

着社会结构分层的结果 ,笔者建议可以在继承魏昂德的精英机会理论

的基础上 ,寻找现有理论的发展空间。在魏昂德的精英机会理论中 ,第

一个自变量“政权变迁的程度”应该作为对所有转型国家进行分类的一

个基本依据。因而任何针对转型国家的理论都应该根据国家政权是否

发生了变迁来区别对待。但我们注意到 ,只要某个特定的转型国家的

执政党在足够长的一段时期内不发生更替 ,此变量在该时间段内便是

一个固定值 。而对于魏昂德精英机会理论的另一个自变量“侵吞资产

的政策 管制约束”来说 ,情况就不同了。对公产侵吞的政策约束其实

是各国自行选定的结果。那么 ,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问题就是 ,到底是

什么因素决定了某个特定的国家(的政策决策者)选择了对侵吞资产的

约束程度高抑或低的政策安排呢。这个问题引发了我们关于政策决策

机制的思考。

魏昂德关心的私有化过程中防止资产侵吞的限制只是对社会分层

机制产生影响的各项政策中的一个特例 。或许这是最重要的一个 ,但

至少还有一些显而易见的对社会分层机制产生直接影响的政策 ,如公

务员工资 、针对个人的税收政策 、住房政策和打击腐败等等;而且 ,对社

会分层机制产生间接影响的政策也很多 ,如教育政策 、产业倾斜政策 、

公务员任用与选拔制度和社会保障与福利政策 、甚至国际贸易或外交

政策等等 。如果我们逐一列举各种相关政策对社会分层机制的作用 ,

那么研究工作将变得非常庞大而繁琐。政策决策机制的视角使我们找

到了这一系列政策出台背后的共同原因 ,即国家的政策决策机制的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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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特征(X)导致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包括 Y1 , Y2 , Y3 , …)的出台 ,而这

些政策的共同影响导致了社会分层机制(Z)的结果。这样 ,我们只要

集中精力去探讨两个问题就够了:其一是某个转型国家的政策决策机

制是否发生了或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了转型 ,其二是政策决策机制转型

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模式对社会分层机制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如此探讨 ,需要我们关注一个关于转型国家的精英优势理论 。首

先 ,我们要清晰地定义“精英”的概念 。在再分配经济时期 ,政策决策

者 、再分配者和行政精英是一体的(Djilas , 1957;Szelényi , 1978;Walder ,

1992),他们同时也是获利丰厚的特权阶级(Lenski , 1966),所以在转型

前 ,我们既可以用行政权力 、又可以用获得的收益来定义精英。但是进

入转型期后 ,精英身份已经不再和利益回报具有同等含义。因此 ,我们

也不能再用衡量社会分层的指标(如拥有财富的多寡)来定义精英了 ,

因为用结果去定义原因的做法又是逻辑上的同义反复 。在这里 ,我们

采纳了美国政治学学者米尔斯的定义。米尔斯的“精英理论”将权力精

英定义为少数有权势的能够对政策产生影响的人 ,主要由政治精英(即

美国政府中少数身居要职者)、经济精英(主要由美国几百家最大的公

司首脑)和军事精英(即军方最高级领导人)三大部分人组成(Mills ,

1959)。之后 ,戴伊又将权力精英逐步扩展到新闻制造者 、大律师 、基金

会组织负责人 、思想库的负责人以及美国名牌高校的校董事们(Dye ,

1986 ,1987 ,2001)。虽然这些学者关心的是美国的政策过程 ,但用类似

的政策决策影响力的标准来界定转型国家的精英群体有助于我们避免

逻辑上的同义反复。在这样的精英观之下 ,精英只代表了他们在政策

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力 ,而影响力并不一定导致他们能够获得社会收益

方面的优势。在所有转型国家 ,潜在的对政策决策过程产生影响的精

英群体的集合应该包括旧的政治 行政精英(如转型前的政府官僚 、党

政干部或国有企业管理者)、新的政治 行政精英(即转型时期掌握政策

决策权的政府官僚或执政党干部)、经济 管理精英(如私营企业或其他

非公部门的管理者)和知识 技术精英(如高校学者 、科学家或技术官

僚)。其中 ,在一些共产党仍然执政的转型国家 ,新旧政治 行政精英的

组成结构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另外 ,精英中的少数人可能身兼多种精

英身份。如技术官僚就是知识 技术精英和政治 行政精英的综合体 ,

而未被私有化的国有企业的管理者 ,他们既有行政级别又是经济精英 。

基于政策过程的精英观 ,我们在考察转型国家的社会分层过程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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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关注这些精英在政策决策过程中如何发挥优势和如何受到限制 。

精英优势的一种推动力来自于精英们参与政策决策过程的机会和能

力。任何一个理性的政策参与者 ,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来推动一项政策 ,

即便这项政策可能是带有公益性的 ,他至少不可能致力于促使该政策

伤害自己的利益 。从宏观上来看 ,当这种单个政策的决策行为在各项

政策上加以累积 ,政策参与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优势将得到充分显现 。

一种情况发生在那些政治体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后共产主义国家。针

对这类国家的不同的旧的政治 行政精英的处境的对比分析 ,可以帮助

我们理解参与政策决策机会和能力的作用 。在一些后共产主义国家 ,

如捷克和并入联邦德国的民主德国 ,原来的共产党体系内的没有专业

技术的官僚被严格排除在新的政策决策舞台之外 ,但另一部分技术官

僚因其技术专家身份而得以留在决策圈内 。因此 ,那些旧的非技术官

僚迅速失去过去的社会地位 ,而技术官僚仍然具有优势(Szelényi ,

1996)。另外一些后共产主义国家 ,如俄罗斯 ,旧的政治 行政精英虽然

也离开了官僚体系 , 但他们通过老关系 、贿赂和地方影响力俘获

(capture)了议会 ,促使议会推行有利于他们的特殊的私有化计划 ,以致

大量国有资产被一些带有共产主义时代精英血统的新的私有商业寡头

所侵吞(MacFaul , 1995)。上述两种对比分析分别反映了转型期两种精

英转换的路径 ,即精英循环与精英再生(Szelényi &Szelényi , 1995)。另

一种情况发生在共产主义政治体系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国家 ,包括中

国 、越南和苏联解体后共产党仍然执政的几个加盟共和国 。这些国家

的共产党仍然控制着人事制度并基本保持着原有的组织体系。这些国

家加入到市场转型的行列一般是出于发展经济的考虑或来自全球化的

压力 。其中 ,市场机制仍然由组织体系内的决策者设计 ,他们自然会在

市场制度的设计过程中维护自己的优势 。边燕杰和罗根(Bian &

Logan , 1996)的“权力维续论”或刘欣(2005)的“权力衍生论”所表达的

逻辑都暗含了这种来自于政策决策权力的精英优势的推动力。“权力

维续论”认为 ,转型期的中国 ,由于共产党的领导和单位体制并未发生

根本变化 ,在单位内部再分配与市场是共存的 ,市场机制其实是在再分

配体制内部成长起来的制度安排 ,因此来自市场激励的收益对拥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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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权力的人仍然是有利的 。①

另一方面 ,这些有利于政策决策参与者的精英政策的出台也可能

遇到阻力 ,这些阻力可以概括为决策过程中的民主监督 。在缺乏一个

民主监督机制的环境中 ,决策参与者可以通过政策制定将侵吞公产的

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要么成为公产的永远的管理者 ,要么

变换身份成为私有化了的公产的所有人 。民主监督使这些行为的合法

化受到了有效控制。这里 ,民主监督也存在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发生在

那些社会主义政权体系瓦解并迅速完成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变革的

国家 ,同时一些西方民主措施在那些国家运转良好 。如波兰 、捷克共和

国和匈牙利等国 ,特别是前东德都有效控制了精英们对公共资产的侵

吞(Eyal et al., 1998:chap.4.;King , 2001)。但这并不是说西方资本主

义政治制度的引入必然会导致政策过程的民主监督的形成 。在俄罗

斯 ,虽然竞争性的选举在各地展开 ,但由于国家层面的政治 政策过程

和政权内部的权力平衡 ,私有化过程的最初赢家成功地阻止了那些希

望分享利益的输家(Hellman , 1998;MacFaul , 2002)。另一种民主监督

模式来自于那些原有政权体系仍然巩固的转型国家。在这些国家内部

已经成长起来一定的民主监督机制 。最典型的是中国和越南。这些转

型国家的民主监督可以称为体制内精英之间的民主监督体系。如中国

最近倡导的共产党党内民主 、人大代表监督和政治协商制度都属于这

种精英民主监督体系 。但是 ,由于第二种政策过程的民主监督机制本

身也是在体制内成长起来的制度安排 ,这种精英民主监督体系能否有

效阻止国家继续出台有利于维护赢家利益的政策 ,要看这种民主监督

体系内那些在转型过程初期的非既得利益精英们的努力和能力 。本文

将在下文重点讨论这个问题。

当然 ,本文提出的基于政策决策的精英优势理论并不是试图去建

立一个针对所有转型国家社会分层的综合性理论 。到目前为止 ,该精

英优势理论还只是一个以政策决策转型为视角的一般性框架 ,大量的

理论工作需要在不同国家中分别展开。另外 ,实证工作也是非常困难

的。由于政治制度和政策决策过程往往是两个纠缠在一起的概念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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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欣关于“权力衍生论”的逻辑是在改革过程中 ,委托—代理关系具有行政性和契约性相
结合的特点 ,而市场是嵌入在既有权威结构之中的市场 ,因此 , 在这种制度安排下 , 权力

精英的生活机遇并没有因为改革过程而受到损害(刘欣 , 2005)。



单独研究政策决策转型的影响 ,我们就需要固定宏观政治制度这一变

量。因此 ,在本研究中 ,我们将选择中国作为本文提出的精英优势理论

的试验场 ,并在实证上对中国进行同一时间截面的分地区研究。这样

做 ,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地区间的多样性有助于我们将中国的地区作为

相对独立的转型体进行聚类分析;另一方面 ,研究中国地区间差异相当

于固定了宏观政治制度这一理论干扰变量。

三 、中国的政策决策转型

中国的政策决策机制的转型和经济改革并不是同步发生的 。笔者

倾向于将 1986年万里的《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

重要课题》的讲话作为中国自上而下地启动政策决策转型的标志 。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 1980年代之间的很长一段时期内 ,中国政策决策

过程的基本特征是行政体制内的政治 行政精英垄断着主要政策的决

策资源和权力(Barnett , 1967;Nathan , 1973;Tsou &Nathan , 1976;

Dittmer , 1995;Huang , 2000;Lampton , 1987;Lieberthal&Oksenberg , 1988;

Lieberthal &Lampton , 1992;Shirk , 1993;Lieberthal , 1995)。1986-1987

年前后 ,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开始着手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此后 ,历

届重要会议文件中都在显著位置提出进一步加强决策民主化 、科学化

的方针政策。随着决策民主化 、科学化进程的推进 ,有迹象表明 , 从

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 ,社会精英中的一些成员开始参与到政策过程之

中(Fewsmith , 2001;Shambaugh , 2001;Jonathan , 2002)。当然 ,并不是所

有的社会精英都有能力真正影响政策。影响力相对较强的社会精英包

括部分经济精英(得到认可并有一定社会影响的私营企业主)(Dickson ,

2003)、科技精英(科学家 ,特别是院士)(Cao , 2004)和思想库中的政策

专家(Tanner , 2002)等。因此 ,我们可以粗略地将中国的政策决策转型

过程概括为从原来的政治 行政精英垄断政策决策过程向社会精英逐

步参与政策决策过程的转变。

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影响政策决策过程的机制是不同的 。其间 ,

经济精英中 ,有的原来就是政府官员 ,他们“下海”转换身份后成为了新

生的经济精英。他们成功维持了过去所拥有的政治资源———如将权力

网络转换成非正式网络 ,而这些政治资源成为他们影响政府决策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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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渠道 。另一些非原政府官员的经济精英则通过长期经营 ,成功建

立了自己影响政府的渠道———这些渠道中有些是正式的 ,如政协委员

身份;有些是非正式的 ,如通过私人关系进行游说(Kennedy , 2005)。而

对于知识 技术精英来说 ,网络 、专家知识和策略在说服政府决策者的

过程中都很重要 。如最近的一项定量研究 ,报告了转型期思想库专家

的网络和知识运用能力对他们发挥的政策影响力的作用(朱旭峰 ,

2005),而另一篇研究则详细介绍了思想库专家策动政策议程的两种策

略:“内参模式”和“借力模式”(王绍光 , 2006)。

虽然从总体趋势上来看 ,中国的社会精英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在

转型期越来越强 ,但这一趋势并非线性发展 ,中国的政策决策模式在社

会精英进入决策过程之后可能出现分化 。有关现阶段政策决策模式分

化的讨论可以关注两种潜在的极端情况 。第一种是强势精英联盟控制

下的政策决策模式。孙立平详细分析了中国 20世纪 90年代初期以来

精英联盟的形成过程 。首先 ,中国体制外的商业精英逐步获得了从政

治上被压制到政治 、经济双重认可的逐步胜利;其次 , “下海”潮增进了

体制内 、外精英的亲和性 ,以及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的强势精英联盟的

形成;最后 ,知识技术阶层中的一部分人加入了这个联盟 ,扩大了这个

精英联盟的基础 。至此 ,惟一一支对中国政策选择产生强大影响力的

强势精英群体的联盟已经形成(孙立平 , 2004:77)。这一强势精英联

盟 ,不仅通过各种合法途径和非法手段垄断了政策决策过程 ,而且还通

过公共关系运作和舆论宣传 ,使社会强势精英联盟的群体利益提升为

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 。在这一政策决策模式下制定出的一系列政策将

促进精英联盟成员的优势更加巩固 。

另一种潜在的极端情况是公民社会主导的政策决策模式。公民社

会可以被宽泛地定义为“官方政治领域和市场经济领域之外的民间公

共领域”(俞可平 , 2006:110)。一方面 ,中国政策决策过程中已经逐渐

发育出有利于公民社会政策参与的制度环境。如政府建立价格听证

会 、信访条例 、政务信息公开和电子参与(如公开政府领导信箱等)制度

等。经历着商业化 、全球化和多元化的媒体 ,对官方政治领域的依附性

也正在减少(Zhao , 1998;Lynch , 1999)。网络的发展对公民社会的影响

力也具有促进作用(Yang , 2003)。另一方面 ,中国公民社会组织也在

崛起并在政策决策过程中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从 20世纪 90年代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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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 ,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中国初生的公民社会的作用 。① 而更重要

的是 ,中国公民社会组织的主要领导精英 ,利用他们的领导特质 ,如文

化威望 、政治资本 、社会资本 、专业技能 、国际联系和计算机技术等 ,在

帮助其实现对政策决策的影响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Ma , 2006:

Chap.4;Yang , 2005;朱旭峰 ,2005)。部分知识精英也成为中国公民社

会中参与政策决策的重要力量 。近些年在诸如三农 、城市流浪乞讨人

员救助 、医疗和社会保障等问题上 ,这些知识精英已经扮演起社会边缘

层利益的代言人角色 。而在这一过程中 ,媒体作为边缘利益代言的合

作伙伴 ,帮助知识精英们进行公开辩论 、宣扬观点 、监控政府行为和批

评政府政策。在一个公民社会主导的政策决策模式中 ,行政权力将受

到来自社会的压力和监督 ,通过行政权力制定出过分偏向自己的政策

的行为将得到有效阻止。

值得指出的是 ,上述两种情况只是理论上的极端状态 ,而中国的政

策决策转型正朝着可能的两个方向发展 。在中国现阶段 ,没有任何一

个地区的政策决策过程完全由精英联盟控制或完全由公民社会主导 。

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如何在实证上观察政策决策模式在中国现阶段的

各种变异 ,并验证这些变异对社会分层机制所造成的影响。

四 、实证策略与假设

用什么策略来辨别和测量中国地区间政策决策模式的差异是一个

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们不能用政策过程机制的制度安排或政策出台的

结果来定义政策决策模式 ,因为这样很容易再次陷入套套逻辑的困境 。

所以 ,我们应该从直接观察政策参与者的行为入手 ,以保证自变量相对

于因变量的独立性。在具体操作上 ,研究者需要首先将复杂的政策过

程进行理论简化和解构。最主流的方法有“多元理论”和“精英理论”两

种框架。多元理论将政策过程前设为一种国家内部各种利益集团的协

调机制 ,不同派别的利益和政策主张在政策过程中的竞争导致最终的

政策产出;而精英理论则将政策过程前设为一种不同精英阶层间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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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 Modern China 杂志在 1993年第 2期(Vol.19)刊登了“中国的`公共领域'  ̀公民社会' ”

专刊;另参见Brook&Frolic , 1997;Moore , 2001。



动机制 ,不同阶层能否充分运用各自的政治资源动员能力是能否成功

影响决策的关键(Bö rzel , 1998)。以多元理论为框架时 ,研究者可以根

据某类利益集团行为模式的地区差异的直接观察结果 ,将政策过程进

行归类并命名;以精英理论为框架时 ,研究者也可以根据某类政策参与

阶层行为模式的地区差异的直接观察结果 ,将政策过程进行归类并命

名。考虑到本研究的重点 ,我们采用精英理论将政策过程进行解构 ,专

门考察某一精英阶层的行为模式 ,并以此为切入点 ,对中国不同地区政

策决策模式的各种变异进行理论划分。

在所有政策参与者中 ,属于知识精英组织的思想库的兴起及其作

用应被给予更多的关注。这是因为 ,首先 ,中国知识精英的行为在漫长

的政策决策转型过程中经历着最为戏剧性的变化 。其次 ,思想库的主

要任务就是研究并影响政策 ,思想库的政策专家是知识精英群体中参

与政策决策过程的代表性力量 。① 中国思想库可以定义为“相对稳定

且独立运作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薛澜 、朱旭峰 , 2006:324)。经过

几十年的发展 ,中国思想库经历了一个规模从无到有 ,影响力从小到

大 ,组织从单一到多样化的过程(Zhu &Xue , 2007)。而当思想库有能

力进入政策决策体系后 ,思想库的政策专家们存在两种潜在的行为取

向:一是选择为行政权力服务从而依附于精英联盟。虽然官方的说法

是 ,专家参与政府的决策咨询有助于政府制定出更加科学理性的决策;

然而 ,在一个有利于形成精英联盟的政策过程模式中 ,所谓“科学理性”

的价值判断标准却发生了转移 ———精英群体的私人利益被提升到公共

利益的高度 ,这时的“科学理性决策”其实已经演变成为使精英群体的

利益最大化的决策过程。而在这时 ,政策专家为行政权力服务 ,仅是在

帮助决策权力更加精确地算计政策出台后的群体利益得失 ,并提供相

应的政策工具的备选方案 。思想库的第二种行为取向是在保证自身利

益的条件下 ,开始追求社会公共价值 。政策专家们能够通过监督行政

权力成为帮助社会公众利益的代言人。他们经常会在媒体上发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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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身处知识精英层的思想库政策专家的专业身份多为经济学家 、政治学家 、政策分析家 、法

学家或公共管理学家等。他们同科学家或工程师等其他类型的知识 技术精英的区别在
于 ,政策专家们是以研究政策并力图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影响政策为己任的人。相比较而

言 ,虽然科学家或工程师们的建议有时也能影响政策(特别是中国的两院院士们), 但影

响政策并不是他们的本职工作。因此 ,在考察中国知识 技术精英群体参与政策过程的
行为时 ,我们可以通过直接观测思想库的政策专家们的行为来近似地估计。这为我们后

续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方便。



的政策观点 ,间接影响政策决策 ,从而监督政府行为 ,防止政府制定出

明显有利于行政权力的政策。虽然很多思想库专家会在这两种行为取

向之间摇摆不定 ,而同一地区的不同思想库的行为更是具有多样性 ,但

我们仍可以从宏观上根据思想库的主导行为模式来将某时期 、某地区

所处的政策决策机制进行辨别和分类。①

在实际操作上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思想库试图影响政策的各种活

动来分析它们的两个方向上的行为取向 。思想库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实

现其在政策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力(Abelson , 2002)。无论思想库的大小

和兴趣 ,思想库的研究者总是寻求机会向官员 、记者 、资助人和其他公

共组织的负责人尽可能宣传自己的观点(Anonymous , 2002)。通过这些

活动 ,思想库得以有能力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策的产出(朱旭峰 、苏钰 ,

2004)。思想库内的专家本身处于社会知识精英阶层 ,面对社会结构中

处于不同阶层地位的政策参与者 ,思想库将采用截然不同的策略和影

响力活动(朱旭峰 、苏钰 , 2004;Zhu &Xue ,2007)。我们可以将思想库

针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影响力活动分解为决策核心影响力 、社会中心影

响力 、社会边缘影响力。②

作者于2004年9-11月对来自全国25个省(市 、自治区)的 301家

思想库进行了调查(CTTS2004)。③ CTTS2004调查的重点是中国思想库

的影响力活动。思想库为实现影响力而做的努力可以归结为“思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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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本次调查得到了中国科学技术部的帮助和支持。我们以 2003年国家软科学调查统计时

登记的 1634家软科学研究机构为基础 ,同时并入我们从各种渠道搜集到的数十家未进
入 2003年统计的思想库(主要是一些民间思想库)。原始底册共有 1655个机构。然后 ,

我们根据中国思想库的定义对其进行筛选 ,剔除了 531个机构(主要是《全国软科学调查
统计报告》中国家机关 、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三类组织)。最后的底册数为 1124家机构。

本次调查就是向这些机构的负责人的全样本发放问卷。来自全国 25个省(市 、自治区)

的 301家机构回复了有效问卷。样本回收率为 26.78%。由于本次调查属于自愿反馈型
抽样 ,因此样本的代表性分析是验证本次调查是否科学的重点。由于篇幅所限 ,详细的

样本代表性分析于此不赘 ,参见朱旭峰 , 2006:附录A。

这里笔者采用了加尔东的政策过程的社会结构分析框架 ,加尔东将政策过程按照社会结

构分成决策核心(decision-making nuclear , DN)、中心(center)和边缘(periphery)(Galtung ,

1964),详见朱旭峰 、苏钰 , 2004。

思想库为什么会选择不同的行为取向 ,如愿意放弃独立性的追求而选择依附于精英联

盟 ,还是追求公共利益去监督批评行政权力呢 ? 这是由多种原因决定的 , 包括政府决策
者(政策研究的最终需求方)的意识 、思想库的经费来源 、政策思想的输出渠道 、当地媒体

的自主性等一系列制度环境原因(具体分析请详见薛澜等 , 2007)。 可以看出 ,思想库选

择什么样的行为取向 ,是和其所在地区的宏观政策决策模式是分不开的。所以 ,在下面
的分析中,我们虽然按照思想库的行为取向对中国的地区进行分类 ,但其实我们仍然是

在讨论不同政策决策模式的制度安排下的社会分层机制问题。



“人”的两种行为的输出(McGann , 1995:65)。这里的“思想”主要是指

依附于报告 、论文 、专著中的思想 ,它们将最终传递到政府决策者手中

成为政策与法律 。而这里的“人”主要是指思想库专家经常通过人际间

的接触和交流最终实现政策思想的灌输。经过筛选 ,我们提出了 2×3

的一个思想库影响力活动的指标矩阵(见表 1)。①

　表 1　 中国思想库影响力活动的指标矩阵

载体 政策核心影响力 社会中心影响力 社会边缘影响力

思想 中央 部门领导批示
中文核心期刊

发表论文数
成果被媒体报道

人
作为专家接受政府邀

请参加咨询会议次数

受邀参加国内全国

范围的学术会议次数
接受媒体采访次数

　　考虑到我们计划通过观察中国不同地区思想库的主导行为模式来

考察中国的政策决策机制的转型进程 ,我们以中国的省为单位 ,对地区

所属的政策决策模式类型进行了复杂的编码过程 。第一步 ,我们将每

个省内的思想库样本的 6项活动指标分别进行平均 ,得到所有样本地

区② 的 6项观测值 ,以反映各地区思想库活动的总体面貌。第二步 ,

我们以地区数据为基础 ,对三个思想库分层影响力中“思想”和“人”这

2个活动指标分别进行因子分析 ,得到了反映各地区思想库总体活动

状况的三个分层影响力的标准化因子(即平均值=0 ,标准差=1)。③

第三步 ,我们根据如下标准对地区进行分类:(1)那些没有调查到样本

或样本数不大于 3个思想库的省份 ,我们将它们定义为“前政策决策转

型”地区。这些地区的思想库数量很少 ,更谈不上思想库进入政策决策

过程。(2)在所有调查的样本数大于 3的地区中 ,我们将地区思想库 3

个分层影响力的标准化因子均小于-0.1的省份 ,定义为“初步政策决

策转型”地区。④ 在这些地区的思想库分层影响力因子的数值中 ,没有

一个高于全国平均值 。这说明虽然这些地区的思想库队伍已经得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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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之所以将标准定为-0.1而不是 0,是为了保证每一类地区都达到 1000个以上的样本数。
基于相同的理由 ,我们将划分“前政策决策转型”地区的标准确定为地区思想库样本不大

于 3。

这里采用的方法是主成分分析。

除西藏和港澳台地区。

我们在本次调查中 , “思想”是机构数据 ,而“人”是思想库负责人的个人活动。每个指标

的筛选过程和测量分析请详见朱旭峰 , 2005。



展 ,但它们进入并影响政策决策的能力非常有限。(3)在剩下的所有地

区的思想库分层影响力因子中 ,至少有 1个大于-0.1 ,我们就认定该

地区的思想库已经具备了充分大的政策影响力。但在这一阶段 ,思想

库的行为模式发生了分化 ,我们可以将此第三类地区定义为“政策决策

模式分化”地区 。

我们将那些已经进入“政策决策模式分化”阶段的地区分为两大

类:(1)在这些地区中 ,如果其思想库的决策核心层影响力因子大于社

会边缘影响力因子 ,那么我们认定该地区的政策决策模式正朝着偏向

精英联盟主导的方向发展 ,而此时该地区的思想库在政策决策过程中

的主要身份是政治精英们的智囊 ,因此 ,我们可以将其命名为“政治智

囊型”政策决策模式;(2)反之 ,如果一些地区的思想库的决策核心层影

响力因子大于社会边缘影响力因子 ,那么我们认定该地区的政策决策

模式正朝着偏向公民社会主导的方向发展 ,而此时该地区的思想库在

政策决策过程中的主要身份近似于公民社会组织 ,因此 ,我们可以将其

命名为“公民社会型”政策决策模式 。

综上 ,根据中国同一时间截面上不同地区的政策决策转型的多样

性 ,我们一共得到了 4种类型。在这 4种类型中 ,有的表现出政策决策

转型在发展阶段上相对落后 ,因此 ,我们可以将地区差异理解为政策决

策转型在时间上的演进过程———从“前政策决策转型”向“初步政策决

策转型”再向“政策决策模式分化”三个阶段的过渡 。而在那些“政策决

策模式分化”地区之中 ,一些地区逐渐走向“政治智囊型”的政策决策模

式 ,另一些地区逐渐走向“公民社会型”的政策决策模式 。

在不同的政策决策转型模式下 ,社会分层机制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

(1)前政策决策转型:政治 行政精英仍然垄断着所有的政策决策权 ,体

制外的社会精英难以进入决策圈 。此阶段 ,即便市场机制已经从旧的

权威结构内部得到初步发育 ,制度变迁的结果只对政治 行政精英有

利。(2)初步政策决策转型:政策决策转型已经发生 ,社会精英已经开

始有能力影响政策。于此阶段 ,政治 行政精英作为改革的决策者仍然

保持优势 ,而社会精英开始获得了自己的优势 。但此时 ,作为最后进入

政策决策过程的社会精英———知识精英在本阶段的影响力还有限 ,还

没有能力通过影响政策去争取自己的利益 ,他们成为了改革之初的输

家 ,或称为非既得利益精英 。(3)政策决策模式分化:该阶段最大的特

点是 ,知识精英在政策决策过程中已有足够的发言权 ,已有能力通过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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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政策去争取自己的利益 。

进入政策决策模式分化阶段以后 ,两种政策决策模式的变异对社

会分层机制也会产生影响 。(1)在“政治智囊型”的政策决策模式中 ,如

孙立平所言(2004),知识精英成为最后加入精英联盟的成员 ,巩固了精

英联盟的实力。在这些地区 ,思想库专家的行为取向主要是为行政权

力服务。在这类地区中 ,政策的出台有利于该地区行政精英巩固并扩

大自己的优势。(2)在“公民社会型”的政策决策模式中 ,社会精英同样

已经有能力影响政策决策过程 。政策决策过程中出现了一支代表社会

公众利益的知识精英队伍 ,他们起到阻止政治 行政精英通过政策制定

扩大权力优势的作用 。

表2概括了本文关于政策决策转型下精英优势的总体理论假设

(见表 2)。

　表 2　 政策决策转型与精英优势:理论假设

前转型

阶　段

初步转型

阶　　段

转型模式分化阶段

政治智囊型 公民社会型

政治 行政精英 + + + -

知识 技术精英 - - + +

经济 管理精英 - + (+) [ +]

　　注:本表反映的是中国不同政策决策转型模式下 ,不同精英相对非精英的优势的理论预

测。其中:+代表有优势;-代表无优势;(+)代表预测有优势 ,但证明该优势的实证

资料尚不充分①;[ +] 代表预测有优势 ,但本研究暂不关心 ,因此未作详细讨论。

本文关于不同政策决策转型模式下社会分层机制的经验研究采用

了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数据(来自 28个省 5894名受

访者的城市居民入户调查)。我们考察社会分层的观测指标是受访者

2002年的收入 。为了保证有足够数量的精英样本 ,我们对精英身份的

认定控制在全体样本的 5%左右 。我们按照以下方式确认精英身份:

(1)现职具有国家行政级别的认定为“政治 行政精英”。这类精英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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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是因为我们暂时无法根据现有的思想库调查资料提供知识精英为经济精英服务的证

据。一个有启发意义的后续研究计划是 ,我们可以调查知识精英们受聘成为企业独立董
事的情况 ,以了解当前知识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的关系。但在笔者进行的 2004年的调

查中 ,暂时没有提及这类问题。



于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之中 ,并且拥有比普通机关行政人员

更高的行政权力 。(2)现职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认定为“知识

 技术精英” 。在中国 ,专业技术职称包括各种序列 ,如教授序列 、研究

员序列 、工程师序列 ,等等。知识 技术精英的成员有科学家 、工程师 、

社会科学学者 、政策分析家等等。(3)现单位性质不属于政府或国有事

业单位 ,且在工作中承担了中层以上管理工作的 ,认定为“经济 管理精

英” 。这些人员横跨各类企业 ,包括国有 、民营 、个体 、集体 、三资企业和

其他非公部门中的较高级别的管理人员 。这些人员属于边燕杰和罗根

所提到的那些从事市场关联性强的职业的人(Bian &Logan , 1996)中的

少数精英分子。

五 、实证结果

对社会分层的同一时间截面的分地区研究 ,一般采用两种策略构

建模型。一种策略是采用双层模型 ,分别考虑个人层面 、地区层面和个

人与地区因素的交互作用对样本社会地位的影响 。运用这一策略 ,谢

宇构建了最为精致的双层模型(Xie &Hannum , 1996)。① 但这种策略暗

含的先验假定是转型过程可以朝着单一的方向前进 ,即可以用一个指

标(如经济增长率或市场化指数)来表征不同地区的转型状况的差异 。

然而 ,正如泽林尼指出 , “如果能够证明那些正在转型的社会主义社会

的各种变异可以降到一个单一的尺度……那这将是理论和经验研究的

一大成就 ,而不只是一个假定”(Szelényi &Kostello , 1996)。而即便不假

定转型的方向是单一的 , ② 双层模型还暗含了另一个先决条件 ,即地

区差异对社会分层机制的影响是单调的 ,甚至是线性的 。另一种策略

是根据转型模式对地区进行理论分类 ,再建立独立的分地区模型 ,通过

比较不同类地区间同一自变量对模型因变量的贡献率的差异来分析转

型类型的影响(如Nee , 1996;Parish &Michelson , 1996)。分地区模型的

84

社会学研究 　2008.2

①

② 由于涉及到交互作用 ,即将地区因素和个人因素两两相乘 ,如果描述地区差异的指标超

过 1个 ,那模型就会非常繁琐。魏昂德曾用了 5个虚拟变量来表征不同地区市场扩张特

征并建立了双层模型 ,但他其实建立的是 5个独立的双层模型 ,每个模型仍然是用 1个

指标来定义地区特征(Walder , 2002)。

中国学者也曾对谢宇的模型进行了效仿和应用(参见郝大海 、李路路, 2006)。



优点是不需要刻意追求转型历程的单向性 , ① 而且转型模式对社会分

层机制的作用也不是必然单调的。这一策略的缺陷是减少了回归模型

的样本数 ,这可能会导致模型显著性的损失。但是 ,这个缺陷可以通过

增加调查的样本规模来弥补。因此 ,综合比较两种地区差异模型的构

建策略 ,考虑到本文在理论上提出的转型特征是非线性的 ,我们拟采用

分地区模型的方式对全国样本进行回归分析 。

由上分析 ,我们已经将中国各个地区的政策决策转型模式分成了

4类。表 3(A)报告的是 CTTS2004年调查时中国不同省份所处的政策

决策转型模式。可以发现 ,根据政策决策转型模式的中国地区分类结

果 ,和以往常见的任何一种标准下的分类结果都存在很大差异。特别

是这一分类和倪志伟与白威廉用表征市场转型特征的内地和沿海(包

括再分配或城郊 、合作主义 、自由放任)的分类结果大相径庭 。这表明 ,

政策决策转型与市场转型存在相对独立性 ,而本分类体系是一种对地

区的全新组合。两个转型机制之间的独立性还可以从在政策决策转型

分类体系下 ,不同地区反映市场化水平的经济 管理精英的人员百分比

大体相当这一事实来进一步说明。相比之下 ,在白威廉的分类体系中 ,

反映中国农村市场化程度的“非农就业人口百分比”在不同类型地区之

间的差别最高达到接近 6倍(Parish &Michelson , 1996)。另外 ,我们可

以看到 ,那些社会精英的政策影响力强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在统计

上明显高于前转型和初步转型地区 。这可以从受访者年收入的情况得

到验证。但在那些政策决策转型程度高的地区 ,也有些省份的平均收

入严重落后于其他同类省份。在表 3(C)中 ,各个类型的精英在不同地

区的分布大体相当。每一类地区总有那么一些人身兼多种精英身份 。

这可以从所有三类精英和非精英的百分比之和略大于 100%中观察

到。这部分人群约占全部样本比例的 4%左右。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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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考察那些身兼多种精英身份的人是否能够得到更多还是相对较少的精英优势也是一个

有趣的理论议题。但考虑到身兼不同精英身份的个案数实在太小(两两交互作用后有时
不到 1%,而分摊到不同类型地区的个案数量有的只是个位数)。 因此 ,在回归分析中 ,

我们暂不考虑精英身份间交互作用对精英优势的影响。

但是 ,虽然倪志伟和白威廉采用了分地区模型来分析中国地区差异 ,但他们所采用的分
类标准仍然是单一指标。但本文的地区分类系统是一个综合的编码过程。



　表 3　 收入与精英身份的统计量分析

所有地区
前转型

阶段

初步转型

阶段

转型模式分化阶段

政治智囊型 公民社会型

A.省份分布: 安徽 广西 河北 山西 北京 天津 上海 江苏

贵州 内蒙古 福建 黑龙江 辽宁 重庆 浙江 山东

吉林 海南 江西 河南 新疆 四川 陕西

甘肃 云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B.受访者年收入:

　中位数 6000 5000 5000 7000 7800

　样本数 5894 1182 1996 1137 1579

C.精英身份:

　政治 行政精英 305 (5.2) 58 (4.9) 118 (5.9) 59 (5.2) 70 (4.4)

　知识 技术精英 474 (8.0) 87 (7.4) 172 (8.6) 100 (8.8) 115 (7.3)

　经济 管理精英 192 (3.3) 34 (2.9) 76 (3.8) 26 (2.3) 56 (3.5)

　非精英 5165 (87.6)1041 (88.1) 1724 (86.4) 991 (87.2)1409 (89.2)

　　注:精英身份中没有括号的数字为样本频数 ,括号中数字为百分比。

我们根据政策决策转型的不同模式 ,对 2003年 CGSS 数据进行了

回归分析 。表 4中模型的所有控制变量被省略表示了。控制变量的设

定 ,一方面考虑到明塞尔(Mince)的 1974年关于个人收入的最基本模

型:ln(收入)=α+B1 教育+B2 年龄+B3 年龄平方+ε。另一方面 ,我

们增加了地区平均收入的对数这一控制变量。这即意味着 ,我们不仅

控制了市场转型因素 ,还将所有可能影响到地区间收入差异的地区环

境因素全部控制住了 ,以便我们集中精力去讨论地区间不同政策决策

模式对社会分层机制的作用。

从表 4可以看出 ,不同类型地区间的精英优势差异非常显著 。首

先 ,从全国样本的模型可以看出 ,精英们普遍具有收入方面的优势。第

二 ,在前政策决策转型地区 ,决策过程仍然由政治 行政精英所垄断 ,社

会精英力量薄弱 。三类精英中 ,只有政治 行政精英具有优势。前政策

决策转型模式的社会分层状态与魏昂德分析的 1986年的天津的情况

相似(Walder , 1992)。① 但“前政策决策转型”模式下的地区并不代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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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魏昂德采用了 1986年天津市的居民入户调查数据。说明 1986年的天津差不多处于“前

政策决策转型”阶段。



市场转型程度就落后 ,如海南早在 1988年就被确立为“经济特区” 。因

此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魏昂德的“再分配经济中的产权制度”(Walder ,

1992)和本文的“政策决策权的行政性垄断”对行政精英优势的这两个

竞争性的解释理论之间 ,后者的解释力略强一些。第三 ,在初步政策决

策转型模式地区 ,传统体制下行政权力的优势得到了保持 ,而社会精英

开始逐渐显现出社会分层方面的优势。但是 ,这一阶段 ,知识精英还没

有能力影响政策决策 ,在相关的政策制定过程中还没有发言权 ,因此他

们在社会分层方面仍然没有优势。初步政策决策转型模式相当于

1993年边燕杰和罗根分析的天津市的情况 ,而他们将出现这种状况的

原因解释为“既无再分配权力亦无市场关联性的职业”在再分配和市场

共存的制度安排中是无优势的输家(Bian &Logan , 1996)。我们的发现

也和 2003 年刘欣调查到的武汉的社会分层情况基本相符(刘欣 ,

2005)。从表 4中可以看到 ,现阶段武汉(即湖北)也正处于“初步政策

决策转型”阶段 。从“初步转型”阶段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 ,政策决策转

型过程大体和权威结构内部生长出的市场机制所造成的结果一致。因

此我们可以说 ,处于“初步转型”阶段的政策决策转型和权力维续两个

竞争性理论具有同等解释力。

　表 4　 政策决策转型与精英优势的多元回归分析(OLS)

所有地区 前转型阶段 初步转型阶段
转型模式分化阶段

政治智囊型 公民社会型

政治 行政精英 　.281＊＊＊ 　.369＊＊ 　.246＊＊ 　.410＊＊＊ 　.138　

知识 技术精英 .270＊＊＊ .158 .120 .506＊＊＊ .434＊＊＊

经济 管理精英 .314＊＊＊ .280 .332＊＊ .315＊ .326＊

Adj.R2 .291 .268 .276 .326 .268

n 5894 1182 1996 1137 1579

　　注:1.以上每列模型的因变量是受访者 2002年收入的自然对数。每个模型中的其他控

制变量包括:性别 、年龄 、年龄平方 、受教育年限 、样本的地区(省)平均收入的自然

对数。

2.表中数字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它们反映的是精英优势的概率。如果某类精英在

某地区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0.3 ,就意味着该地区这类精英的收入在统计上普遍

比当地非精英收入高出 e0.3-1 = 35%。

3.＊ p<0.05, ＊＊p<0.01 , ＊＊＊p<0.001。

但是 ,随着政策决策过程的进一步转型 ,回归模型能够反映更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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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的现象 。如表 4所示 ,一些地区已经进入了政策决策过程的开放程

度相对较高的发展阶段。我们首先将此阶段和以往两个阶段相比较 ,

处于该政策决策转型阶段的知识 技术精英已经在政策决策过程中有

了足够的发言权 。他们从改革初期的非既得利益群体 ,急剧转变为有

足够能力去争取自己利益的优势群体。纵观转型模式分化的两列回归

模型 ,知识 技术精英的优势变得非常明显。

更重要的发现来自于政策决策模式分化后的政治 行政精英处境

的差异 。在“政治智囊型”的政策决策模式中 ,政策专家侧重于为行政

权力服务 ,而各类精英群体的优势均显著。特别是 ,行政权力的优势比

“前转型”和“初步转型”两个阶段更加明显了 。然而 ,在“公民社会型”

的政策决策模式里 ,政策专家更倾向于为社会边缘群体利益服务 ,监督

政府行为和权力滥用 。在这种政策决策模式下 ,政治 行政精英的优势

降到了不显著。这一发现与边燕杰关于中国转型期 ,行政权力仍然保

持着优势的结论不同 ,但却与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始终坚持的市

场转型过程中再分配权力的优势下降的结论殊途同归 。另外 ,本研究

的发现与曹阳和倪志伟关于上海和广州两个城市居民收入决定因素的

比较分析也有部分相似。在属于“公民社会型”地区的上海 ,雇主性质

为政府和事业单位相对于国有企业在个人收入的决定因素中呈现不显

著的负相关 ,而在属于“初步转型地区”的广州 ,政府和事业单位的贡献

相对于国有企业则是显著的正相关(Cao &Nee , 2005)。

六 、结　论

关于转型国家的社会分层研究到底应该走“国家中心主义”还是

“市场中心主义”的道路的争论由来已久。① 国家中心论的支持者坚持

中国的市场机制是权威结构内部生长起来的观点 ,因此行政权力的优

势将在市场机制中得以保持。而市场中心论则强调市场的自主性 ,因

而再分配权力的重要性被日益削弱。但有趣的是 ,不同学派的学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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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这场争论中 ,支持市场中心论的主要是倪志伟等(Nee &Matthews , 1996;Cao &Nee ,

2000)。支持国家中心论的是白威廉 、魏昂德 、边燕杰 、周雪光等(Parish&Michelson , 1996;
Walder , 1996;Bian&Logan , 1996;Zhou , 2000b;Bian , 2002),他们都从不同角度反对倪志

伟的“市场转型理论” 。



往往能从同一组样本的数据中得到支持自己观点的经验证据。这就使

我们对研究“国家中心”和“市场中心”两个视角之间是否存在可调和性

的问题产生了兴趣。是否存在一种新的视角来描述转型过程呢 ?这个

视角既不同于国家中心又不同于市场中心 ,但是它却能够把两者有机

地结合起来 ,成为一种观察转型过程的新框架 。

为此 ,本文提出了基于政策过程理论的分析框架 ,以重新审视国家

中心主义和市场中心主义间的关系 。本文虽然是以批判市场中心主义

为出发点展开的讨论 ,但我们并不忽视市场机制的存在 。同时 ,本文虽

然强调市场以外的国家结构变量 ,但我们把研究重心从“国家”转移到

了“政策参与者”身上 。这样就有利于我们重点关注以国家力量和社会

力量之间的互动为基本视角的政策决策转型问题 。政策决策转型在各

个转型国家都存在发生的可能性 ,但由于转型模式的复杂性 ,我们暂无

法对世界上所有转型国家的政策决策转型模式进行系统概括。而本文

选择对中国案例的分析 ,尝试诠释政策决策转型对社会分层机制的作

用。对当前中国的政策决策转型的分析所表达的思想即是政策决策模

式从国家中心向市场中心的初步过渡 ,但在此过程中存在方向上的分

化过程。因此 ,在政策决策转型的框架下 ,无论国家中心还是市场中心

都已经不再是两个前提假设 ,而成为了在政策决策模式的两个极端状

态之间的观察现象。中国的政策决策转型才刚刚开始 ,政策决策模式

仍然以偏重国家中心为主 ,这也正是为什么现阶段中国的大部分地区

的经验证据仍然支持国家中心主义有关观点的原因。而在中国的另一

些地区 ,我们找到了支持市场中心主义的证据 。至于其他转型国家的

政策决策模式是否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什么样的变迁 ,这种变迁对社

会分层机制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文关于中国转型期精英优势的研究清楚地表明 ,政策决策模式

的转型是决定社会分层秩序的一支重要力量。现阶段 ,中国不同地区

所处的政策决策转型的阶段和模式是不同的 。对不同政策决策模式的

判断依据是政策参与者的范围和民主监督机制。本文在理论上将中国

的政策决策转型分为三个阶段:前政策决策转型阶段 、初步政策决策转

型阶段 、政策决策模式分化阶段。本研究进而指出 ,随着中国的政策参

与者的范围逐步扩大到社会精英阶层 ,政策决策模式发生了分化 。分

化朝着“强势精英联盟控制”和“公民社会主导”两个潜在的极端方向发

展。在中国 ,不同地区之间已经表现出政策决策模式上的明显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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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实证上 ,我们根据思想库参与政策决策过程的行为模式的分化 ,对

应地将这两类潜在发展方向的当前形态分别命名为“政治智囊型”和

“公民社会型”两大类 。更重要的是 ,本文以政策决策模式的标准对中

国各地区的分类体系与市场机制的标准下的地区分类结果存在很大不

同。这说明政策决策转型和市场转型存在相对独立性。最后 ,本研究

的实证分析结果有力地支持了有关不同政策决策模式下精英优势的机

制存在的差异的一系列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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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reports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ies of the 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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